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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癌症這回事！探討病患與家庭照顧者
之間的溝通

盧鴻毅、林書帆、黃建勳、李修慧（釋普安）、馬立君

摘要

本研究以「家庭溝通模式」與「傳播隱私管理」作為理論基礎，深度

訪談五位癌症病患及六位家庭照顧者，了解他們在抗癌及陪病的照顧

過程中，如何討論「癌症」這件事。研究發現，癌症病患得知自己罹病

後，往往會先默默處理自我情緒，之後再決定該告知誰，該透露多少

與病情有關的訊息，以便掌控自我的疾病隱私；至於家庭照顧者面對

家人罹癌情況下，會考量病患的年齡及個性等因素，決定對病患「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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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或「揭露」多少與罹癌有關的訊息。研究結果也發現，病患或家庭

照顧者在溝通過程中，彼此之間基於「保護對方」為由，往往避談「死

亡」這個議題，即便是「高溝通導向」型態的家庭，也難以克服這個溝通

難關。

關鍵詞：癌症、傳播隱私管理、家庭溝通模式、主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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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Talk about Cancer! Explor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Family Caregivers

Hung Yi LU, Shu Fan LIN, Chien Hsun HUANG, Hsiu Hui LEE (Pu Ann 

Bhikkhuni), Li Chun M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FCP)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CPM), this one-on-one in-depth study 

interviews five cancer patients and six family caregivers so as to investig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family caregiver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atients tend to remain silence at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they are diagnosed 

with cancer. Later on, patients decide who will be informed and what will be 

disclosed. By doing so, patients have their wills to manage privacy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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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 cancer patient. Family caregivers tend to avoid talking issues about 

“end-of-life” with patients. Communication about “end-of-life” between cancer 

patients and family caregivers is also difficult and not effective in highly-

communication-oriented families.

Keywords: cancer,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topic avoidanc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u, H. Y., Lin, S. F., Huang, C. H., Lee, H. H., & Ma, 
L. C. (2020). Talk about cancer! Explor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tients 

and family caregiver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51 , 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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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發佈的《全

球癌症報告2014》（World Cancer Report 2014）指出，全球癌症病例迅

速成長，2012年罹癌人數為1,400萬人，預估2025年將增加至1,900萬

人，2035年時將有2,400萬人是癌症病患（Stewart & Wild, 2015）；而台

灣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7）公佈的2014年台灣癌症登記報告也指

出，台灣的癌症新發人數首破10萬大關（103,147人），平均每5分鐘又
6秒就有一人罹癌，「癌症時鐘」比2013年加快了12秒，且「惡性腫瘤」

自1982年起高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每年奪走4萬多人的生命。

面對居高不下的癌症罹病率及死亡率，學界相當關心這個議題，其

中醫護界花了不少心力投入癌症生物學的研究（Sherr & Bartek, 2017; 

Tomasetti & Vogelstein, 2015）、商議癌症藥物與癌症治療的研發與進展

（Delbridge, Grabow, Strasser, & Vaux, 2016; Seguin, Desgrosellier, Weis, & 

Cheresh, 2015; van Gent & Kanaar, 2016）、探討影響癌症病患生活品質的

因素（Kool, Fontein, Meershoek-Klein Kranenbarg, Nortier, Rutgers, 

Marang-van de Mheen, & van de Velde, 2015；張美玉、徐莞雲、徐倩

儀、林麗英，2016），並試圖了解癌症病患的需求（王素真、洪耀釧、陳

住銘，2016）；心理領域則著墨於癌症病患的心理經驗與歷程發展

（Goldzweig, Hasson-Ohayo, Alon, & Shalit, 2016；蔡逸鈴、林耀盛，
2016）；近幾年，傳播領域也逐漸重視癌症這個議題，針對癌症篩檢宣

導海報對民眾參與癌症篩檢的效果進行探討（周穆謙、林以容，2015），

分析癌症病患書寫的意義為何（陳憶寧，2011），或是探討台灣報紙新聞

報導如何建構癌症、病患與女性角色（邱玉蟬，2015），也有學者探討民

眾使用國家癌症研究機構服務的情況（Byrne, Kornfeld, Vanderpool,  

& Belanger, 2011）或研究癌症病患資訊尋求的意圖（Smith-McLallen, 

Fishbein, & Hornik, 2011）。

多數學者的研究試圖了解癌症醫學可以提供癌症病患那些醫療上

的幫助、分析癌症病患在罹病過程中的心理反應、調適或就醫經驗；

但癌症病患的家庭照顧者在面對親屬罹癌、治療或往生過程中，所歷

經的傷痛並不亞於病患，有時甚至比病患承受更多壓力（Manne, Ostr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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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kel, Goldstein, Fox, & Grana, 2004; Kim, Duberstein, Sorensen, & 

Larson, 2005; Fujinami, Sun, Zachariah, Uman, Grant, & Ferrell, 2015）；

換言之，癌症不僅是個人的疾病，也是一個家庭議題（Veach, Nicholas, 

& Barton, 2002），特別是負責照顧病患的家庭成員，必須因應病患的照

顧問題，調整自我扮演的角色，與病患一起面對癌症（何怡儒，2002）。

對於照顧者來說，要如何與病患談論癌症這回事才好？從家庭溝

通及疾病的相關研究文獻來看，答案是：「非常困難」（Veach et al., 

2002; Zhang & Siminoff, 2003a; Caughlin, Mikucki-Enyart, Middleton, 

Stone, & Brown, 2011; Shin, Shin, Kim, Yang, Cho, Youm, Choi, Hong, 

Cho, & Park, 2016）。雖然家庭成員大多認為在家人罹癌期間，討論癌

症議題是迫切需要的（Kilpatrick, Kristjanson, Tataryn, & Fraser, 1998），

但「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每個人的溝通目的不一樣，所選擇

談論與迴避的問題也就不同。多數癌症病患或是家庭照顧者會採取不

揭露悲傷訊息的方式進行溝通（Afifi & Guerrero, 2000; Caughlin et al., 

2011），他們試圖保持「希望」、「正面思考」與「維持正常感」（Zhang  

et al., 2003a；Goldsmith, Miller, & Caughlin, 2007），間接迴避癌症相關

敏感問題（例如死亡）的討論；然而，上述這種溝通方式，往往致使病

患與家庭照顧者之間存在一層越不過的溝通藩離，這種微妙的互動也

成為一種家庭溝通問題。

為了探究這個關乎病患及家屬之間的癌症溝通問題，學者試圖以不

同的理論來分析它，例如「資源理論」（resource theories）試圖了解在 

病情的討論過程中，家庭成員扮演的資源角色為何？「對偶層次理論」 

（dyadic level theories）主要關注夫妻雙方在癌症經驗過程中的互動關係 

（Manne & Badr, 2008; Harris, Bowen, Badr, Hannon, Hay, & Sterba, 

2009）；而以家庭為研究單位的「家庭系統理論」（family systems theory）

則企圖將家庭關係放置於社會情境下，由多面向角度探討家庭功能 

的問題（Peterson, 2005; Harris et al., 2009）；此外，也有學者從傳播 

學、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理論基礎切入，例如「家庭溝通模式」（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FCP）理論，它是源自認知心理的領域，後來被

引用到傳播研究，運用於家庭傳播時，便著力於討論個人的關係認知

（relational cognition）與人際行為（interpersonal behavior）之間的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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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Koerner & Fitzpatrick, 2006），至於「傳播隱私管理」（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CPM）理論則探究病患或家屬在建構隱私邊界時，

如何選擇特定對象揭露資訊，以及為何一再圍繞特定訊息打轉（Petronio, 

2002; Harris et al., 2009）。

在不願意揭露罹癌情況下，可能讓病患與家庭照顧者雙方停留在

一個不透明的狀態，導致病患無法在有限時間內，完成生命中想要達

成的想法或心願，而家庭照顧者也可能在病患往生之後心生悔恨，後

悔當初沒與病患開誠布公地討論如何與癌症共生共存，或是病患往生

後的後事如何處理等相關細節。

社會、科技、醫學高度發展的今日，癌症病例不斷成長，癌症家

庭如何與疾病共生存是必須正視的問題；但過去關於癌症的研究大多

將重點擺放在癌症病患的身、心、靈狀態，相對忽略癌症病患與家庭

照顧者互動交織下所衍生的議題。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將焦點轉向

探討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針對癌症及其相關議題的溝通方式，為達

成上述的研究目標，將透過深度訪談癌症病患與照顧者，尋求病患與

家庭照顧者之間的溝通策略、模式以及隱私管理等；在臨床部份，期

望本研究的發現得以貼近描繪癌症家庭討論癌症的溝通情況，提供健

康傳播實務工作者更多實證資料，協助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間達成

有效的溝通。

文獻探討

癌症的隱喻：不確定性的開始

「癌症」向來充滿隱喻性。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作者蘇珊．桑

塔格（Susan Sontag）觀察發現，心臟病與癌症的死亡率差不多，可是很

少人會對心臟病患者隱瞞病情，但社會大眾面對癌症卻難以啟齒；同

為癌友的桑塔格指出：「癌症病人被隱瞞病情，不只因為癌症是（或被

認為是）絕症，而且因為癌症被認為是卑污的，cancer這個字，原意有

壞兆頭、可惡、使人反感等意」（蘇珊．桑塔格，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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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於是經常與負面情緒（如絕望、抑鬱、自憐與孤獨等）連結在

一起，其治療方式也被比喻為如同一場「戰爭」，桑塔格如此描述：「放

射線療法使用空戰隱喻：病人受放射線『轟擊』，化學療法是使用毒物

的化學戰」（蘇珊．桑塔格，2012）；同樣地，在台灣報紙新聞報導中，

也以「戰爭」隱喻癌症治療這件事（邱玉蟬，2015），這樣的隱喻，間接

傳達病患如想要打擊癌細胞，就必須走過一段令人感到恐懼的歷程，

而且還不保證最後是否能成功擊退癌細胞。

長久以來對於癌症的隱喻，無疑加深大家對於癌症的畏懼，使得

癌症家庭更難調適內外在壓力。誠如桑塔格所言：「隱喻性的誇飾，扭

曲了患癌的體驗，給患者帶來了確確實實的後果：它妨礙了患者儘早

地尋求治療，或妨礙了患者作更大的努力，以求獲得有效治療。我相

信，隱喻和神話能致人於死地」（蘇珊．桑塔格，2012）。

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的共業長路

正因為長久以來對抗癌症被視為一場硬仗，使得癌症病患及家庭

照顧者雙方陷入無止盡的痛苦，一方要面對罹病對身體健康的毀損，

另一方則需扛起照顧的重責大任，於是「他／她病了，我累了」成為病

患與家庭照顧者在抗癌這條路上的一大生命課題。

I. 病了：癌症對病患的衝擊

任何疾病都會影響病患的心理健康，而最具創傷性的莫過於被診

斷罹患「癌症」這件事（Mills & Sullivan, 1999）。癌症又稱惡性腫瘤，它

的一個明確特徵是細胞快速異常生長，且可以入侵身體其他器官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February 6）。癌症的類型超過100種

（例如乳癌、肺癌、肝癌、皮膚癌、淋巴癌、前列腺癌等），可能產生

的症狀則因不同類型有所差異，常見的癌症治療包括化學治療、放射

治療或手術（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2015, February 9），通常癌症的進

程、症狀及癌症治療所產生的副作用，難以掌控且充滿不確定感，使

得它成為容易摧毀個人身、心、靈狀態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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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為癌症病患那一刻起，震驚、恐懼、憤怒與絕望等心情可能一

次湧現，患者所經歷的情緒既痛苦又複雜。多數癌症病患是在沒有心理

準備下接受罹癌的事實，他們立即面臨選擇哪一種癌症治療類型，生活

方式也因而改變（O’Hair, Villagran, Wittenberg, Brown, Ferguson, Hall, & 

Doty, 2003），一連串快速變動過程中，讓癌症病患感到自己對生活失去

掌控能力（Brockopp, Hayko, Davenport, & Winscott, 1989）。一項以乳癌

病患為受訪對象的研究便發現，病患罹病後所面臨的困擾與擔憂，包括

因治療引起的身心壓力、日常飲食起居改變、生死未知以及失眠問題

（王貴霞、劉哲銘、呂志得，2005）。

評估癌症病患的心理壓力是一項重要課題（Fujinami et al., 2015）。

抑鬱（depression）為癌症病患常見的心理症狀，它會依癌症類型、癌症

期數、病患性別與年齡的不同而有強度差異（Massie, 2004; Cho, Choi, 

Kim, Shin, Cho, Kim, Koh, Guallar, Bardwell, & Park, 2013），抑鬱不僅

會降低癌症病患的生活品質，也會讓癌症治療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引

發自殺危機（Massie, 2004）。

癌症病患之所以會產生高度焦慮與不穩定情緒，是因為他們需要處

理令人沮喪的心理或健康照護等問題（O’Hair et al., 2003）。研究指出，

癌症病患從確診到臨終過程中，經常處於悲傷狀態（Sirois, 2012）， 

通常他們會歷經五種階段的心理反應，包括「否認疾病的發生」（denial）、 

「感到生氣」（anger）、「試圖討價還價」（bargaining）及「陷入悲痛情緒」

（depression），最後才會慢慢「接受生病的事實」（acceptance）（Bruce, 

2007）。

如同被診斷出肺癌的神經外科醫生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

描寫其抗癌經歷：「我多半臥床休息，癌症持續發展，我明顯虛弱不

少。我的身體，以及與之緊密連結的分身，發生劇烈變化。下床上廁

所，不再是不經思考的皮質下運動程式，而是需要努力與策劃的活動」

（保羅．卡拉尼提，2016）。抗癌過程是一條漫長且佈滿荊棘的道路：

「死亡永遠是贏家。不過你仍然可以繼續奮鬥，你永遠無法觸及完美，

但是你可以相信那條漸近線，永不止息地朝它努力」（保羅．卡拉尼

提，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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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累了：癌症對家庭照顧者的影響

部份研究發現，癌症病患的家庭照顧者可以從照護工作中獲得收

穫（Nijboer, Triemstra, Tempelaar, Sanderman, & Van den Bos, 1999；
Bessa, Moore, & Amey, 2012），例如有癌症病患的照顧者認為，在整個

照顧過程中，可以提高照顧者的自我價值感（self-esteem）（Grov, Fossa, 

Tønnessen, & Dahl, 2006）或改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使其變得比以

往親密（Bessa et al., 2012）；可是，我們無法否認癌症正在改變一個家

庭，多數照顧者面對家庭與工作日常中斷、財務壓力等困境，心中浮

現負面想法在所難免。

癌症的特性與複雜的治療流程，不僅讓病患吃盡苦頭，也對照顧者

產生極大心理壓力與負擔。病患的主要照顧工作多由家屬承擔，他們的

身份通常是病患的父母、配偶、兄弟姊妹等（Ferrario, Zotti, Ippoliti,  

& Zotti, 2003; Weitzner, Jacobsen, Wagner, Friedland, & Cox,1999）。

家庭照顧者在陪伴病患的過程中，因不同背景經歷，背負不同程

度的身體、心理與財務壓力。Mosher, Jaynes, Hanna及Ostroff（2013）針

對肺癌病患的照顧者進行研究，發現家庭照顧者在與病患一起抗癌的

過程中面臨三大挑戰，其中之一是「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其次是「付

出大量時間管理病患的情緒反應」，第三則為「難以實際執行對病患的

醫療照顧任務」。而當癌症病患的病情不樂觀與持續惡化至末期階段，

家庭照顧者除了需調適哀傷情緒，他們對病患提供的照護工作量也會

日益增加（陳玉葉、陳桂敏，2007）。

亞當．威夏特（Adam Wishart）在《陪父親走過癌症的一年》（One in 

Three: A Son’s Journey into the History and Science of Cancer）一書中便

提及身為照顧者的感受：「……前幾周那段日子兵荒馬亂，任何『沒做

的處置』都像在糟蹋機會，放任爸爸的生命一個細胞、一個細胞從我們

指間溜走；但現在，再也沒什麼好做了……，儘管多數時候我都能接

受爸爸即將過世的事實，偶爾還是會對眾人的無能為力感到憤怒。」

（亞當．威夏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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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在我家：癌症溝通的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

當家中有一人罹患癌症，其他家庭成員必須調整角色互動方式、

話題談論的邊界與規範等；換言之，癌症不只是病患一個人的事，它

是一個屬於家庭層次的議題（Veach et al., 2002）。

但台灣傳播學界對於一個癌症家庭如何談論癌症一事，所知甚

少。環顧相關理論，台灣傳播界甚少討論的「家庭溝通模式」（Koerner 

& Fitzpatrick, 2006）及「傳播隱私管理」（Petronio, 2002）等相關理論，

或許適合作為探討家中成員討論癌症相關議題的重要理論依據。

I. 「家庭溝通模式」理論

「家庭溝通模式」（FCP）理論的原始概念受社會學者Newcomb的
A-B-X模型影響（Koerner et al., 2006; Baxter & Akkoor, 2011）。傳播學者
McLeod與Chaffee（1972）將Newcomb的A-B-X模型應用到家庭傳播領

域，發現家庭溝通結構中存在二種面向，一種是「社會取向」（socio-

orientation），即家庭成員關注其他家中成員對事物的評估與採用該意

見，另一種是「觀念取向」（concept-orientation），其意涵是指家庭成員

可以討論一事件的相關屬性，以達成對該事件的共同想法。

由McLeod與Chaffee所發展的FCP，已廣泛用於家庭中媒介效果

研究，直到1990年代早期，學者Fitzpatrick與其同事才將FCP用於家庭

傳播的其他研究中，他們將FCP重新概念化，建立一個更普遍的測量

工具「修正後的家庭溝通模式」（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RFCP）（Koerner et al., 2006），將原先的「社會取向」重新概念化為「關

係導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而「觀念取向」則重新概念化為「對話

導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Fitzpatrick & Ritchie, 1994; Ritchie & 

Fitzpatrick, 1990），其中「關係導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指出家庭

溝通強調態度、價值觀與信仰的同質性程度，高度關係導向家庭的特

色為注重信念與態度的一致性，他們的互動側重於避免衝突，重視成

員之間的相互依賴，這類家庭的溝通特色在於順從，而低度關係導向

家庭的特色在於異質性的信念、態度與個性，家庭溝通重視成員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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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即便是小孩也會參與家庭的決策（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a）；

至於「溝通導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著重家庭創造溝通氛圍的程

度，鼓勵所有家庭成員互動與參與討論，高度溝通導向的家庭成員會

自由、頻繁及自發性地對不同議題進行討論與互動，這類家庭會使用

大量時間分享個人的活動、想法與感覺，而低度溝通導向的家庭，成

員互動率較低，只討論少數議題，對於個人的想法、感受與活動很少

交流，當家庭須對某事件做決策時，往往不太在意每一位家庭成員的

意見（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a）。

不論是McLeod與Chaffee的FCP或是Fitzpatrick與Ritchie的RFCP，

都是想要更準確地探究家庭溝通，在他們的實證研究中，將家庭文化分

為四種類型，包括「一致型」（consensual）（高關係、高溝通導向）、「多元

型」（pluralistic）（低關係、高溝通導向）、「保護型」（protective）（高關係、

低溝通導向）及「放任型」（laissez-faire）（低關係、低溝通導向）（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a; Koerner & Fitzpatrick, 2006）。
Koerner與Fitzpatrick（2002b）指出，「認知基模理論」（cognitive schema  

theory）可以說明家庭溝通如何穩定地運作。他們認為，家庭成員會使

用「關係特定基模」（relationship-specific schemas）來判斷自己對事物的

認知，接著進入「關係類型基模」（relationship-type schemas），選擇期望

的溝通類型方式，再憑藉著一般「社會基模」（general social schemas），

進行對話交談。舉例來說，一對兄妹當中，哥哥罹癌，妹妹清楚知道

哥哥擁有樂觀開朗的個性（關係特定基模），所以選用正向的方式與哥

哥討論未來將面臨的事情（關係類型基模），對話過程中，妹妹所依循

的是誠實信念的溝通方式（一般社會基模），與哥哥心平氣和地討論關

於罹癌的種種。

由此可知，FCP這個理論是建立在認知途徑上，且在Koerner與
Fitzpatrick的修改及論述中變得更加開放與流動（fluidity）（Baxter & 

Akkoor, 2011）。

II. 「傳播隱私管理」理論

「傳播隱私管理」（CPM）理論由Petronoi所提出，它提供一個分享

隱私資訊的全面性地圖，強調個人如何根據自我感知、自訂的規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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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決定對身邊其他人揭露與隱瞞多少訊息（Petronio, 2002）；也就

是說，「隱私」在本質上是「辯證的」，當個人做出困難選擇時，會同時

存在拉力與推力來管理隱私訊息，個人會在「訴說」與「保留」一些事實

之間取得平衡點（Petronio & Caughlin, 2006）。
CPM的中心觀念為「隱私邊界」（privacy boundaries），即個人有權

管理自身「隱私訊息」與「公開訊息」之間的界線，這個邊界「薄厚不

一」，通常作為個人用來保護自己不欲人知的秘密（Petronio, 2002；
Griffin, 2011）。個人在管理隱私邊界的過程，會依照六項原則來規範自

我隱私資訊的流動性，這六項原則包括：（一）個人相信自己擁有私人

訊息的權力；（二）個人也相信自己有權控制這些訊息；（三）為了控制

私人資訊的流動，個人會發展出自我的隱私規則；（四）一旦告知他人

自己的隱私資訊時，彼此就變成隱私資訊的共同擁有者；（五）隱私資

訊共同擁有者需要相互協商，以便訂定傳播給其他人的隱私規則；及

（六）當隱私資訊共同擁有者產生不一致與沒有達成有效協商共同隱私

的規則時，會導致「邊界動亂」（boundary turbulence），使得私人訊息流

向第三方（Petronio & Reierson, 2009; Griffin, 2011）。

整體來說，CPM的概念性原則由三大要素構成，包括「隱私所有權」

（privacy ownership）、「隱私控制」（privacy control）及「隱私動亂」（privacy 

turbulence）（Ngwenya, Farquhar, & Ewing, 2016）。「隱私所有權」是指個

人相信擁有私人資訊的權利，會藉由風險效益評估來決定是否揭露訊

息，以及對誰公開（Petronio, 2002; Petronio & Reierson, 2009），個人因

而積極控制與維護訊息的各種面向，例如何種資訊、何時告知、如何說

以及與誰分享；「隱私控制」強調個人在建立隱私規則時，會因其文化、

性別、動機、情境與風險效益比的不同，發展出特有的隱私規則，而當

私人訊息與他人共享時，雙方便形成「相互隱私邊界」（mutual privacy 

boundary），為了讓私人訊息在掌控之下進行傳遞，隱私資訊共同所有

者需要同步協商他們的隱私規則，以便確立各自的權利與責任，在此稱

為「邊界所有權」（boundary ownership），此一權利決定誰應該能夠知道

這項私人訊息，進而形成「邊界連動」（boundary linkage），但雙方會因

此訂定「邊界滲透率」（boundary permeability），允許多少程度的私人訊

息流量流向第三方；不幸的是，理想狀態並非每次都如願出現，這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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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隱私動亂」，即隱私邊界管制不是一個完美的系統，一不小心會衍

生出「模糊的邊界」（fuzzy boundaries）、「故意違反」（intentional breaches）

以及「錯誤」（mistakes）的情況（Petronio, 2002; Griffin, 2011），當團體中

發生隱私規則遭受破壞與邊界不再依照原定協議維護時，成員就會面臨

私人訊息被第三方知曉的情境（Petronio, 2002）。

近年來，CPM這個理論便被運用於不同國度中，探討傳播的相關

議題，例如面對疾病污名化（stigma）情況下，Xiao等人（2015）將CPM

運用於中國大陸的健康傳播研究，探討HIV病患如何對性伴侶或配 

偶揭露自己感染HIV一事；此外，在當前行動傳播盛行的潮流下，
Worthington等人（2012）執行跨文化研究，針對芬蘭、德國、韓國及美

國的大學生進行實證調查，了解不同國度的大學生在行動通過話過程

中的隱私管理有何異同；更重要的是CPM被運用在癌症病人的相關研

究中，讓「癌病這個『壞消息』（bad news）如何在家中被討論」的議題日

漸受到學界關注，例如Ngwenya等人（2016）便採用此一理論，針對17

個肺癌患者的家庭溝通進行質性訪談研究，以了解患者與另一半之間

如何討論癌症這回事，包括患者與家人彼此之間如何界定隱私界限等

議題。

從上述的理論內容及援用狀況來看，CPM這個作為討論隱私揭露

的理論，正透過許多傳播的實證研究（不管是採用量化或質化的研究方

法），了解此一研究在各種不同傳播議題及不同國度的適用性；如同提

出CPM理論的Petronio（2013）所言，過去三十多年來，她與不同的學

者，針對不同的議題，在不同的文化中，援用CPM理論討論隱私管理

問題，雖然發現在某些議題或狀況下，CPM理論或許需要些許的調

整，但整體而言，此一理論有其值得肯定之文化適用性。

III. 關於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的溝通

家庭溝通存在複雜性，雖然同屬一個家庭，但每一位家庭成員的

經歷與溝通形式不盡相同，不同溝通模式家庭在面對家中有人罹癌

時，如何啟口討論癌症這回事，自然有不同的方式與結果；經由「家庭

溝通模式」與「傳播隱私管理」理論探討癌症家庭如何談論癌症這回事，

更能深入洞悉這個議題如何在家庭溝通動力之下變得更清明或更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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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而言，有些家庭的成員內部溝通很自由、公開，很容易透過

彼此相互合作與支持，建立承諾與肯定親密關係（Goldsmith et al., 

2007）；但有些家庭則不一樣，討論比較敏感的議題時，寧可迴避。當

家中有人罹患癌症，如果家中的成員選擇了上述的第二種模式，企圖

閉口不談、掩耳不聽，這對面臨癌症的家庭來說，將有一場艱難的溝

通長路要走。

在確認家人罹癌與對抗病魔期間，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有許多

機會討論敏感性問題，不論是病患或家庭照顧者可能都會考慮選擇開

放或隱藏的溝通方式（Venetis, Greene, Checton, & Magsamen-Conrad, 

2015; Petronio, 2002）。家人針對癌症的溝通過程中，不同主題（例如癌

症的內涵、死亡、未來計劃、治療與副作用、身體變化與性、日常生

活、感覺與恐懼等）都可能帶來特定挑戰或引發特別反應（Goldsmith  

et al., 2007）。

一般溝通情境下，「主題迴避」（topic avoidance, TA）是經常出現的

狀況，它是一種目標基礎的行為，發生在個人策略性選擇不揭露訊息

的狀況下（Afifi & Guerrero, 2000）。個人之所以迴避討論某些議題，在

於防止他人產生負面印象（Afifi & Guerrero, 2000; Petronio, 2002）、保

護自己、避免他人受傷（Afifi & Guerrero, 2000）或減低過多的情感衝擊

等（Turner, Kelly, Swanson, Allison, & Wetzig, 2005）；此外，個人如果不

滿意家人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會採取「主題迴避」策略，拒絕與家人討

論相關資訊（Golish & Caughlin, 2002）。
Goldsmith等人（2007）則進一步討論癌症家庭避免討論相關議題的

原因，包括「保護對方不受痛苦」、「不願意吐露感受」、「希望保有隱

私」、「維持希望、正常感與正面思考」及「保留身份與關係的品質」。其

中，「保護對方不受痛苦」是最普遍的理由，研究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

癌症病患，雖然面臨死亡威脅，他們仍然覺得有義務照顧他人遠離自

己的負面感受（Vess, Moreland, Schwebel, & Kraut, 1989）；其次，由於

癌症會引發家人強烈的情緒感受，有時大家會避免談論此種情緒，以

防陷入痛苦（Caughlin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03a）；當然，也有癌

症病患認為疾病是私人問題，只要個人自身經歷即可，與旁人無關；

或是有人覺得為了維持希望、正常感與正面思考，不希望有太多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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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癌的討論，以免破壞生活中的感受（Gray, Fitch, Phillips, Labrecque, & 

Fergus, 2000; Zhang et al., 2003a）；值得注意的是，「不討論病情」有時

也被視為一種尊重，就像有些罹患前列腺癌男性，在男性主義心態作

祟下，欣賞妻子尊重他們不想談論的想法，以保留他們作為一個男人

的最後自尊（Grayet al., 2000）。

從上述的討論得知，個人選擇開放性或迴避性溝通，都是經由謹

慎思考各種理由後所表現的行為；也就是說，溝通本來就是為了獲取

某種訊息、保護自己與對方或企圖守護一段關係，它是一種目標導向

的策略（Berger, 2007），不僅因溝通雙造的關係、個性等不同而必須進

行調整，也因社會文化情境的不同，衍生不同的溝通模式與策略

（Goldsmith et al., 2007）。

IV. 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溝通之後

過往的研究發現，當癌症家庭開放地討論癌症相關主題時，可以

幫助癌症病患與照顧者降低負面情緒（Jeong, Shin, Kim, Yang, & Park, 

2016）、提高彼此對社會環境的適應力與自尊（Zemore & Shepel, 1989）

或增強彼此的親近性（Walsh, Manuel, & Avis,2005）。Manne等人（2004）

指出，癌症病患及家屬透過對話，能將疾病所帶來的不愉快記憶清除

乾淨，甚至可以幫助彼此理解癌症的種種問題，最後家庭成員會賦予

這段與疾病共舞的經驗意義；但也有研究發現，許多家人公開討論癌

症相關議題後，卻導致大家所不樂見的情況，例如Hinton（1998）研究
76名癌症病患與照顧者（其中64人為配偶）時發現，當癌症病患愈公開

談論死亡這回事，往往帶來愈多的焦慮與抑鬱。

如果選擇「避而不談」是否能防止不樂觀的狀態發生呢？從Vachon

等人（1977）針對丈夫死於癌症的婦女研究中可以略知一二，那些從來

沒有談論過死亡議題的夫妻，其中有36%的寡婦感覺「罪惡」、「愧

疚」，進而對當初避免討論的決定產生懷疑或悔恨，使得她們在丈夫離

世時更難處理傷痛。從Vachon等人的研究結果來看，面對癌症這回

事，家中成員採取迴避性溝通不盡然能杜絕悲劇在家庭中產生，也可

能引發親密關係的損害、造成家庭不和諧、阻礙相互支持及無法確定

彼此感受等情況（Boehmer & Clark, 2001）；但Zhang與Siminoff（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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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提出相反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有些晚期肺癌病患不談論疾病的原

因，是為了讓自己遠離心理的痛苦，提及肺癌反而使他們對於自己長

期的吸煙習慣充滿罪惡感，他們也不希望別人對他們產生「感到抱歉」

或「看不起」的想法。

面對疾病，「談論」與「不談論」都存在利益與風險，家庭成員對於

結果的接受與否，取決於主題的類型、個人如何論述、彼此之間的關

係與所處的情境（Afifi, 2016），儘管談論癌症議題所造成的效果好壞參

半，多數人仍傾向使用迴避性談話的應對方式處理癌症溝通，目的是

為了讓自己與他人分散對癌症的注意（Goldsmith et al., 2007; Afifi, 

2016），更多時候是基於相互保護，不願意讓對方曝露於有害的情況，

有時癌症病患試圖傳達罹癌的感受，卻擔心家屬的反應，也就選擇不

談論，以免家屬處於絕望之境，好讓家庭維持正常運作；反過來說，

家庭照顧者也可能閉口不談任何可能催化病患焦慮與抑鬱的言論，讓

病患好好過生活（Zhang & Siminoff, 2003a; Zhang & Siminoff, 2003b）。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相關文獻的討論，本研究企圖探討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

者之間如何談論癌症這回事，希望能回答下列問題：（一）癌症家庭的

家庭溝通型態對罹病隱私管理的影響為何？（二）癌症家庭談論（或不談

論）那些議題？理由何在？對病患及照顧者產生那些影響？

研究方法

一對一深度訪談法

在陪病歷程中，癌症家庭面對許多溝通問題，這些溝通過程相當

複雜，包括他們對於疾病的看法、面對疾病的態度，以及如何討論病

情等。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蒐集相關

資料，訪問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藉由受訪者對於生命及疾病的處

理，深入了解癌症病患家庭如何討論癌症這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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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是以語言作為最主要的交流媒介，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是一

種合作或交換想法的關係。「深度訪談」能使雙方的談話內容環繞特定

主題，也就是讓訪談者與受訪者建立親密性，讓訪談得以真正觸及受

訪者內心深處的感受，促發研究者了解受訪者的感受、經驗、價值觀

及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Johnson & Rowland, 2012）；換言之，深度訪

談法提供理解受訪者與其情境之關係的基礎資料，可以得知特定情境

下與受訪者行為有關的信念、動機、態度與價值觀等。

受訪者招募

受訪的病患及家庭照顧者主要從嘉義及雲林的兩所地區醫院招募

而來，主要是本研究團隊的醫師及宗教師服務於這兩家醫療院所，受

訪者大多與醫師及宗教師具有一定的熟識程度，長期累積的信任感，

提高病患及照顧者受訪的意願；另外，研究團隊也透過社交媒體或人

際網絡尋找其他合適的受訪者，以增加受訪者的多樣性。

受訪者的背景描述

本研究選擇以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為研究對象，但癌症是令多

數人感到恐懼的疾病，加上社會對於癌症的污名（Cho et al., 2013），讓

許多病患或家庭照顧者不願多談關於罹病的種種，願意接受訪問的病

患或家庭照顧者相對不多；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的受訪對象就不侷

限於某種特定癌症的病患及家庭照顧者，而是廣泛性納入各種不同類

型的癌症病患及家庭照顧者。

另一方面，本研究所訪問的家庭照顧者，必須是曾經肩負照料癌

症病患工作的家庭成員，如此才能深入了解家庭照顧者在照護過程中

其生理及心理上所承擔的壓力。

在此情況下，本研究於2017年7月至2017年11月之間，陸續訪談

五位癌症病患（每位受訪者從確診罹癌至2017年底都不超過三年）與六

位病患的家庭照顧者（受訪者相關資料請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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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受訪者的個人背景描述

受訪者（病患） 性別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癌症類型

P001 男 53 廚師 國中 肝癌

P002 女 51 保險業務員 國中 後腹膜腔惡性脂肪肉瘤

P003 女 51 採購人員 專科 乳癌

P004 男 52 報社主管特助 研究所 腎臟癌

P005 女 49 大學約聘人員 大學 乳癌

受訪者（照顧者） 性別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家屬罹癌類型 與病患之關係

C001 女 47 清潔公司主管 專科 肝癌 夫妻

C002 女 52 助理教授 博士候選人 肺腺癌 母女

C003 女 53 家庭主婦 大學 肺腺癌 父女

C004 女 39 設計公司業務 大學 大腸癌 父女

C005 女 25 學生 研究所 乳癌 母女

C006 女 26 專案企劃 大學 膽道癌 母女

深度訪談的問題大綱

本研究針對病患訪談的題目大綱主要包括：（一）請問您罹患的是

哪一種癌症？從被確診至今有多久的時間？（二）請問您可以描述一下

當時被醫師宣佈罹癌時的心情嗎？（三）您確定自己罹癌時，心中第一

個想法是什麼？有沒有想過要告訴自己的家人？為什麼？（四）請問您

生病之後，家中是由誰承擔起主要的照顧者角色？您如何跟他一起面

對罹癌這回事？（五）請問到目前為止，您跟照顧您的家人聊了那些與

罹癌有關的事？為什麼？（六）請問您最不想跟您的照顧者聊那些關於

癌症的事？為什麼？（七）請問您覺得您的家庭溝通方式對於您與照顧

者討論（或不討論）罹癌一事有何影響？

至於針對家庭照顧者的訪問大綱主要如下所列：（一）請問您為何

成為家中癌症病患的主要照顧者？您照顧他（她）已有多久的時間？

（二）請問您在照顧家中癌症病患過程中，曾經跟他（她）聊過任何與癌

症有關的議題嗎？主要聊那些內容？（三）在您照顧罹癌家人的這段時

間，您最想跟他（她）談論那些跟癌症有關的事？最不想（或不敢）聊那

些事？為什麼？（四）請問您與罹癌家人討論癌症這回事時，那些因素

（例如病患的年紀、個性等）會影響您們討論的內容？（五）請問討論（或

不討論）癌症這回事，對您與罹癌的家人溝通上產生那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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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過程與資料分析整理

確定受訪者符合本研究條件設定的對象之後，研究團隊會事先告

知受訪者此次的訪談主題、訪談所需時間與訪談過程等相關事項，也

一併說明訪談過程須採取全程錄音，一旦涉及任何可能揭露受訪者身

份之資料，皆會以匿名方式處理；待受訪者同意接受訪問後，研究者

便與其約定訪談時間及地點（本研究的訪談地點包括咖啡廳、研究室、

病房等，主要以受訪者覺得舒適、放鬆的地方為主）。

進入訪談之前，研究團隊會再次說明訪談主題與訪談過程中相關事

項，接著請受訪者詳細閱讀訪談同意書內容，簽署同意書後，開始執行

正式訪談。為讓訪談資料便於後續分析，也為了保護受訪者隱私，本 

研究分別給予每一位受訪者一個編號，是由一個英文字母（C或 P） 

加上數字所組成，且此編號不會與受訪者的真實個人資訊產生任何 

連結。

訪談中，首先會詢問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接著請受訪者分享就

醫過程或家庭狀況；之後，再進一步提出受訪者對癌症的討論、感受

等。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其特點

為無須拘泥訪談問題的用字與提問順序，可以依據訪問當下的情境，

即時調整問題次序，以便掌握整場訪談內容與節奏，重點是研究者能

適時導引受訪者針對該主題深入陳述其想法（林金定、陳美花、嚴嘉

楓，2005）。

訪談結束後，研究團隊會檢查錄音設備是否確實收錄，並確認所

有問題是否完整執行，如果仍有未提問的部份，則當下詢問受者訪意

願，立即補訪或討論下回約訪時間；所有受訪者中，受訪時間最長為
1.5小時，最短為45分鐘，平均大約一小時左右。

每次訪談結束後，研究團隊會將訪談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也同時

記錄受訪者當時回答的非語言反應（如哭泣、嘆息、沉默不語等），逐

字稿裡僅會刪除明顯錯誤（例如口誤），其餘皆忠於受訪者原意，最後

依據相關文獻與研究問題逐一整理，歸納受訪者的經歷，從中獲得研

究結果。

至於資料分析部份，本研究團隊會先針對訪談逐字稿部份進行「開

放性譯碼」（open coding），即詳讀所有的訪談內容，再從中找出一些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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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某些現象的字句；之後，進行「主軸譯碼」（axial coding），即研究團

隊不斷地在資料的歸納及演繹過程中自問「發生了啥事」；最後，則是

進行「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此為整合及修正理論的過程。整

體來說，研究團隊會在不同階段的譯碼間來回不斷地分析，找出可能

的問題，以提高資料分析的可信度及效度，同時也建立資料分析的嚴

謹度。

研究結果

當病患面對癌症

當病患得知自己罹癌，常常需要一段時間沉潛，待時機點成熟，

再思考如何與家人討論。對癌症病患來說，「說」或「不說」各有難處，

為了讓討論罹癌這一事的衝擊降到最低，他們會考量先向誰說？思考

何時才是適當的公佈時間？或是選擇「點到為止」？一來是擔心家人受

不了，另一方面是顧及對哪些人說比較有幫助，不會讓事情亂成一團。

只是，每個家庭的溝通型態不一樣，間接影響病患選擇溝通的方

式。看透生死的人，或許覺得直白一點無所謂，面對面說一說，也就

沒有秘密；但還在面對調適的人，告知別人自己罹癌一事，可能需 

要「轉個圈、繞個彎」，例如有人選擇以電子書寫作為溝通媒介，將病 

情相關資訊化為文字「貼」在臉書上（Chou, Hunt, Beckjord, Moser, & 

Hesse, 2009），其親人竟然是透過社交媒體才得知她的病情。

I. 先選擇沉默以對

受訪者P001說：「這個（指要不要向說家人宣佈罹癌一事）考慮很

久，真的考慮很久，我知道的時候，我當天沒有跟她（老婆）講……因

為我怕她煩惱。」之後，他特別選在老婆用完晚餐後講述病況，他對老

婆說：「我去看醫生，醫生幫我照超音波，他說肚子裡面有長一顆，但

是那一顆不曉得是什麼，那我有問醫生可能是什麼，醫生說可能是腫

瘤，但是良性還是惡性不曉得。」由於他是站在不願讓老婆擔心的立

場，所以在確診與開刀前，夫妻兩人採取「盡量避免這個（癌症）話

題」，好讓彼此可以暫時維持正常生活，不讓悲傷佔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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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先用「沉默」面對罹癌的，還有受訪者P003。她在得知罹患乳

癌的當下，也沒有馬上對家人說出口，反而是先告知公司同事與曾經

罹癌的姊姊，對自己的先生及孩子，則是忍了一段時間才說出口，而

且是以手機傳訊息的方式通知他們：

我那時候就還沒有心理準備要告訴他們（家人），其實也隔不到

一個禮拜，我也沒有親自跟他們說，其實我是用訊息，因為我沒

有勇氣說，在那時候說真的，只要我想要打個字或講出自己生病

了，我邊打就眼淚邊流，我根本就沒有辦法開口跟人家講任何

話，不知道怎麼跟人家啟口，就只能（先跟）公司很要好的同事與

姊姊們（說）。

II. 等待合適的時機點公佈病情

對受訪者P003而言，她決定對家人說出病情的原因在於「我必須

有周邊的環境配合。」由於家裡養了許多隻貓，主要的清潔工作又是由

她負責，所以當自己生病，沒辦法繼續處理家中寵物的日常生活所需

時，就必須說出來，「因為我知道身體這個病要化療，就一定要休養，

那環境很重要，我不能夠感染，我一感染就沒有什麼條件了。」雖然想

過將貓給他人認養，可是家中成員無法妥協，最後是在她的大嫂與哥

哥邀請之下，回到娘家養病。

周邊環境的支持，提供癌症病患透露自己身體狀況的良好契機。

在老公陪同下看診，被醫師告知罹患乳癌的受訪者P005，也是一段時

間後才讓孩子知道她罹癌一事；她說：「想先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緒再

講。」因為她怕自己成為孩子的擔心所在。

受訪者P004在住院檢查期間家人都是知情的，所以他自己主動在

確定要進行腫瘤穿刺前，對父母親大概提及此事，他說：「我要去檢

查，但檢查出來不一定是不好的。」但壞消息一公佈後，他是這麼對父

母講：「沒關係，就一顆嘛（指腎臟）！反正還有一顆沒事啦，頂多割掉

還OK。」之所以會輕鬆帶過，是因為他知道父親的弟弟是肝癌往生，

其父親心中對癌症存有恐懼與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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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P004接著說，由於他曾陪伴岳父走過抗癌歷程，當自己轉

身變為癌友，更懂得如何自處，心中也默默地告訴自己，等找到合適

的時機點再告訴家中的人；他說：

我知道我必須要讓身邊的人不慌張，我知道我自己有害怕，我還

是會怕死，但是我覺得我有相對鎮定，我有跟我太太講說，我不

是在交代遺言啦，我就說謝謝你照顧我……。

III. 面對死亡以減低心中掛礙

抗癌10多年的受訪者P001，選擇在生命即將畫下句點時，勇敢面

對「死亡」一事，親口向自己的父母親道別，他雙膝下跪，向家中兩老

表達要比父母先走，實在不孝。為何會有勇氣說出口？他說：「我想說

早晚也會知道，那乾脆給爸爸媽媽知道也沒有關係，反正長痛不如短

痛，對不對，那他們會想一下，不要騙他們。」自此以後，家人間不 

必再閃躲關於罹癌或死亡的話題，心境也隨之開朗。他訴說當下自己 

的心境：「現在心情有比較輕鬆啦，因為我要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好

了。……慢慢平靜下來了。」

同樣在臨終前，選擇對已逝的母親說出心裡話語的受訪者P002則

表示，小時後，她跟弟弟一起到鄰居家借蠟筆，但在回程時弟弟意外

失足落水往生，從那時起她便不被母親諒解；即便在自己生命的最後

一哩路，受訪者P002依然對母親當年的不諒解無法釋懷。躺在「心蓮

病房」（指「安寧緩和治療病房」）的她，早已了然看透「死亡」這回事，

受訪當天，她兩眼看著病房的天花板，用如游絲般的氣息，誠心地對

天上的母親訴說她積存在心中多年的心事，希望在與死神交會之前，

為自己一生放不下的「心中疙瘩」做個了結；她說：

媽媽其實我非常愛你，對你的照顧我都無怨無悔，不過把弟弟帶

走這件事，我不好意思，這不是我願意的，這就是人生的因緣，

我真的很想救他，但我一個女孩子真的沒有辦法，我知道你對我

很不諒解，不過最後我發現弟弟的走，對你來說是好的，當然這

你聽不下去，一個活蹦亂跳的孩子從你身邊把他帶走，……但這

就是事實，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母子的因緣，所以你如何怨恨

我，我都沒關係，我都給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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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患接受宗教師的鼓勵，在生命長河的最後一段路上，體現

「道謝、道歉、道別及道愛」的必要性，勇於說出積壓多年的心事，為

的都是讓自己在接近死亡的當下，了無遺憾（McClain, Rosenfeld, & 

Breitbart, 2003; 釋德嘉、釋宗惇，2016）。

IV. 商議治療方式與討論藥物副作用

癌症病患在抗癌期間所談論的議題，主要是治療方式與藥物副作

用等。例如受訪者P005確定要接受化療時，才與家人討論化療期間可

能產生的藥物副作用及飲食問題等：但與父親之間，兩人還是無法面

對面討論，但父親在這段期間都會幫他準備便當，以行動代替了言語

表達。

受訪者P004在抗癌期間，幾乎都是與另一半或是具有醫學背景的

同學討論手術後的治療方案，對父母親則是採取不刻意討論此事的方

式，即便父母親問起，也是以「檢查一切正常」回應；他認為：「因為第

一個沒幫助，不會對實際這件事情有任何幫助，第二個只是讓老人家

有更多擔心。」

受訪者P003也會將化療的副作用與曾罹患乳癌的姊姊一同分享，

至於會不會與家人談到癌症後的治療或生死等議題？她帶著微笑表示：

其實我對生命是一個很會自然去接受的人，我要去開刀之前，就

先把我要交代的事情先寫好，全部交代我女兒，只有我女兒才能

handle（指「處理」），因為爸爸跟弟弟比較聽她的話。

當照顧者面對家人罹癌

從驚嚇到接受、面對癌症，這是絕大多數家庭照顧者的共同經

歷；然而，究竟該不該對病患說出罹癌的事實？家庭照顧者的原意都

是希望在「告知」與「隱瞞」病情之間，做出對當事者最好的決定。

I. 病患的個性或年紀成為告知病情與否的關鍵因素

受訪者C003考量病患的年紀，在家人共同商討下，做出不對當事

人告知罹癌的決定；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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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我們家倒是很一致，大家覺得不要告訴他，因為我爸爸對健

康不是很有安全感，對自己的健康只要稍有點不舒服，他就是「我

會不會怎樣」、「我會不會怎樣」。那我看到我二叔應該算是肺癌還

是肺腺癌，因為他最後沒有接受治療，也沒有做任何處理，他就

是吃中醫藥，也沒有真的做很徹底的檢查……，他就是陰影一直

在身體裡面；所以，他就一直很不開心，他知道後大概一年多走

掉……。所以，我們想我爸爸絕對不能讓他知道，我們寧願我爸

爸開開心心過每一天……。

面對家人罹癌，照顧者究竟要直白地「說出口」或是選擇「三緘其

口」？通常視狀況而定。有些照顧者擔心病患年事已高，多說無益，此

時病患有沒有必要知情，往往不是家庭照顧者在意的地方，他們將重

點放在病患可不可以因為善意的隱瞞，心安地走完一生；但如果病患

年紀不大，其與家庭照顧者之間的討論，相對也比較多，家庭照顧者

似乎也比較認為病患應該被告知病情。

受訪者C002就提到，當初她的媽媽覺得身體不舒服，堅持要到醫

院檢查，「所以絕對不太可能說沒有告訴她，我媽媽得病這件事情，我

們倒是從頭到尾都知道。」而受訪者C005與受訪者C006也有相似的經

驗，他們都是陪同自己的母親前往醫院檢查，不論檢查結果是好是

壞，病患都會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因此，醫師是直接在病患與家屬

面前告知確定罹癌，以便討論後續治療方式。

此外，病人的個性也是照顧者考量要不要告知病情的考量因素之

一。受訪者C004十分了解其父親的個性，如果很直白地告訴他病情，

應該會承受不了，在與家人討論以及醫師建議之下，他們最後雖選擇

對父親說出口，不過是採取階段性方式告知。

由於住院期間，受訪者C004的父親都會被安排接受檢查，她會順

勢每天向父親報告醫療進度，適時透露一些病情，從腸子循序漸進講

到肝臟，慢慢讓她的父親知道許多器官都已經受到癌細胞的感染：

我記得那時候跟我爸說，你前陣子便秘都吃一個什麼黑藥丸……，

我就說你腸子長東西，都吃黑藥丸就更嚴重了……。反正，因為

住院每天都有檢查，我就每天跟他報告一些，透露一些，我說你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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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感染到，他說啥？我說要趕快治療去做化療，他說化療？我

說對呀！這有點像是癌症了。我爸沒辦法接受啦！很多醫生講話就

很直，可是以我爸這種剛退休、剛要過好日子的時候，他怎麼可能

接受他得癌症了。

II. 家庭溝通模式影響照顧者與病患之間的病情討論

一個家庭的溝通型態也會影響對於罹癌一事的討論深度與廣度。

如果家庭內部經常採取低互動方式，自然而然家人對疾病的討論程度

也降低，例如受訪者C005就表示，她們家裡本就沒有習慣對某些突發

事件舉行類似家庭會議的討論；她接著說：「我家凝聚力沒這麼強。」

相反的，對於事情抱持開放性討論的家庭就不同了。受訪者C006

在接受訪問題時提到：

我們家對任何的主題都是很open、很開放性去討論，只是說我媽

生病之後，就沒有再針對用什麼方式善終進行討論，因為之前都

講過了……。我覺得我們家人的觀念都蠻好，其實我們想到的就

是說，現在事情發生了，我們只能往前走，大家就會討論那要怎

麼做，大家都是站在如何解決或是如何治療的心態去做，還有一

部分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不能停留在這，所以大家才會卯起來討論。

具有相同體悟的受訪者C004也指出，她們家人之間非常樂意討論

任何事情，包含父親生病一事也是；她說：「攤開來講……，後來我們

跟醫生的討論，包含我姊我弟，我們全部都是講好，才由我去跟醫生

講……。」

同樣的，成長於放任式家庭教育環境下的受訪者C003表示，在父

親生病過程中，她家中的兄弟姊妹想法南轅北轍，偶爾難免有些小爭

執，但也算是圓滿，「我覺得我們家這幾個月走來，我是真的很滿意，

可是滿意中總會有些遺憾或不完美，譬如說很多想法的不一樣……。」

在台灣家庭中，談起癌症這回事真不容易，過往遇到癌症，往往

優先考量隱瞞不說，直到這幾年，病患知情權受到重視，討論癌症成

了癌症家庭不得不思考的議題，只是每個家庭的溝通模式不一樣，家

人想法有時各異，如何在異中求同，的確不易。走過這條道路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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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現過程中的溝通，往往一不小心，就打破家人之間原有的和諧

關係，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當中辛酸，可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III. 面對「死亡」這回事

癌症病患與死亡離得很近，身為照顧者的家屬，又怎麼忍心對病

患討論關於死亡的種種？

受訪者C002根據自己收集的資料，加上與醫師不斷討論，成功地

勸服她媽媽進行積極治療，但為了讓她的媽媽保持正向能量，她還是

選擇在存活率等相關問題上輕描淡寫地帶過；她說：

我會把好的一面講出來，舉例來說，我會說妳得這個東西（指癌

症）是抽煙的關係，然後做化療效果還不錯，可以第一次就馬上有

效，我就勸她試試看，但是後面的復發率、存活率，第一個它太

複雜，第二個我也不想講這麼多。……我覺得媽媽聽到這個說好，

我們來試試看，但是她說這樣是不是就會好了，我說對。我覺得

媽媽也就打迷糊，她心裡面應該是有數的。

站在癌症照顧者的立場，與病患談論死亡議題何其不忍。「我們不

會告訴他說沒希望，因為我覺得這太殘忍了，」受訪者C004這樣說。

一旦談起生死問題，家庭照顧者與病患之間如果沒有足夠的默契，往

往讓這個議題討論走向「冰點」。

也有病患隱約感知自己即將離去，主動對家人暗暗提示「生命盡頭

將至」；受訪者C002分享照顧她爸爸的點滴時說：「我爸有一天就跟我

說，他要走了，然後我就在旁邊哭，不敢哭給我爸爸聽，我就抱著我

爸爸哭，可是我沒有出聲音，我爸爸知道，所以我爸就跟我說，XX不

要傷心。」

家庭照顧者在一同抗癌的期間，會評估家中病患的情況，調整該

談論哪些癌症相關主題；不可否認的是，家中進行的每一場癌症溝通

都充滿挑戰性，特別是談及死亡議題，可能讓病患與照顧者選擇沉默

以對，即便已經談及死亡問題，雙方也傾向輕描淡寫地帶過，不太願

意觸及太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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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與家庭照顧者溝通之後

對於癌症病患來說，把自己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訴家人，有時是

他們走在生命最後一哩路時不得不下的決定。開誠布公地向家人說明

病情，對病患而言也是一種解脫與放下。

受訪者P001進出安寧病房多次之後，決定向家中的兩老坦言病

情。開口當天，他甚至還對兩老下跪，直說自己不孝，讓父母親日後

要「白髮人送黑髮人」。事後受訪時，受訪者P001很安定地訴說心中「一

塊石頭放下了」，因為他不想欺瞞父母，也很開心可以當面向他們表達

心中的感受，彼此告別。

受訪者P001不但有機會與父母做最後的道別，也向他的太太說了

很多過往沒說過的話語，讓他的太太感動萬分，轉以祝福的心情面對

他的生命消逝；他的太太（受訪者C001）在受訪時娓娓說出心裡話：

我只希望說，再來他不會受疾病的痛苦，……只是說對他當然會

不捨，因為他是我老公，就是希望他能多跟我相處一些日子，雖

然看他生病自己心裡會很難過，……但是看到他在我旁邊……，

然後，你還可以跟他講話，如果說他不在了，你就會覺得好像生

命中缺一個完整的東西，缺了一塊，自己會難過、會害怕，雖然

自己覺得說，我已經準備好了，可是我知道未來的路可能會面對

很多，我老公有說叫我要堅強一點。

癌症家庭中，每個人都希望為病患迎來一個美好的結果，不論是

選擇善意隱瞞病情或是勇敢揭開事實，背後都是滿懷溫暖。

不同於P001與C001夫妻之間的開誠布公討論病情方式，受訪者
C003一路以來都是將病情模糊化，簡單地使用「肺發炎」來回應她爸爸

針對病情的提問，她對於這個選擇沒有後悔，且充滿堅定地說：「因為

他（爸爸）這段時間過得還不錯，他不會為他這病情每天被折磨，那心

理折磨很可怕，因為我爸爸不是可以承受這種東西的人。」

至於部份選擇告知病患病情的家庭照顧者，她們也不會後悔這樣

的決定，例如受訪者C005說，她自己的個性在面對問題時不會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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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就不會隱瞞她的媽媽病情；另一方面，她是秉持「病患最大」的

想法，不能不讓她的媽媽知道自己的健康狀況。

一樣將病患視為首位的受訪者C004，是藉由與爸爸一同待在病房

時，有意無意間透露一點實情；她指出：

如果沒有跟他講，我們才會後悔，因為就騙了他嘛。我覺得每個

人應該要有知道自己身體出了什麼事的權利，我今天身體發生什

麼事，任何人都不應該瞞我，這是我必須要知道，這是我跟我們

全家人溝通完之後，覺得應該要這樣，只是選擇要怎麼告訴他，

你要一次就告訴他，還是慢慢告訴他。

受訪者C002與受訪者C004有同樣的體悟，她們都認為，適時讓病

患知道實情，能讓病患有一點心理準備，進一步思考當下想做的事，

這對病患與家屬來說都是好的。受訪者C002表示：

不應該是親人來替她做決定，只要她還有意志，因為你不是她，

你沒有辦法去感受她喘不過氣，像一個從水裡撈起的魚的感

覺，……；所以，你要讓她自己決定，讓她有尊嚴的決定，她要

不要這樣下去，所以我們轉往安寧病房不到一天，她（媽媽）就決

定放棄了，放棄的時候，我雖然在樓上哭，但是後來我覺得你要

她（媽媽）怎麼樣子撐下去，這樣為難她，不應該是這樣子。

多數癌症病患的照顧者雖然乘載許多心理上的煎熬，仍舊坦然擁

抱生命中的意外。受訪者C006是在一個樂意交流想法的家庭中成長，

對於家中突如其來的重大事件，家庭成員從不會迴避溝通。生、老、

病、死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生命過程，受訪者C006說：「不用假裝自

己很堅強，我覺得你哭是因為你真的很愛他，但哭歸哭……，多多陪

伴生病的人，因為彼此心情的複雜程度是不相上下的。」

從上述訪談的內容來看，不管是病患或是家庭照顧者，當他們決

定說出或談論病情後，就是一種溝通，不管結果如何，都是希望心中

的秘密可以找到出口，進而追求一個圓滿的結局。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6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1期（2020）

討論

癌症家庭的溝通型態對隱私管理的影響

病患被告知罹患癌症，會渡過一段艱難路子，甚至必須一個人處

理震驚、恐懼、憤怒或怨天尤人等情緒（Birnie, Garland, & Carlson, 

2010）；之所以有上述這些心理壓力或反應，很大原因在於「癌症」一詞

本身即帶有殺傷力，如同受訪者P004所說：「癌症是會死人的。」對癌

症病患來說，他們要將自己生病一事告知家人與朋友，是件非常困難

的事（Hilton, Emslie, Hunt, Chapple, & Ziebland, 2009），這也難怪有些

癌症病患受訪者在得知罹病後，選擇先自我處理複雜的心理情緒，經

過一段時間的自我建設後，再對親屬與朋友開口，談論自己的病情。

從受訪的癌症病患決定如何將個人的健康狀況透露給他人知曉的

過程來看，可以發現他們的經驗符合了「傳播隱私管理」的基本原則。

病患大多認為癌症診斷是自己的隱私資訊，他們也相信自己可以掌 

控此訊息的流向；因此，在意識到自我的健康隱私可能意外走漏給 

第三方知道的考量下，病患會決定哪些人可以得知關於自己罹癌 

的消息，也相信獲得此訊息的人，會遵守共同訂定的「隱私規則」

（Petronio, 2002）。

儘管癌症病患承受身體不適與心理的壓力，他們還是藉由隱私規

則管理隱私邊界問題，擁有掌握資訊的控制權；所以，癌症病患對每

個人所透露的資訊含量是不相同的，他們選擇對誰說出口的同時，便

已經決定此人該知道多少事實，受訪者P003便是相當典型的例子，例

如她會將自己健康狀態的資訊分享給同事或也是乳癌病患的姊姊，但

她卻不是選擇對自己的另一半來說，除了是夫妻感情淡薄之外，主要

是跟罹癌的姊姊可以交流關於疾病的相關訊息，另一方面是姊姊及同

事都是女性，較能感同身受。

至於家庭溝通型態如何影響病患與家庭照顧者之間的溝通？從受

訪者P003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端倪。受訪者P003在抗癌期間，與另一半

幾乎沒有交流，一來是看著長期工作不穩定的丈夫，讓她壓力無形變

大，原本就生活於「低度溝通導向」家庭的她，很難對她的家人（特別是

丈夫）分享自己罹癌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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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病患與家庭照顧者針對癌病溝通的「廣度」與「深度」也與家庭溝

通型態有關，通常「高度關係、高度溝通」的家庭中，病患與家庭照顧

者的確比較能夠針對癌症一事侃侃而談，甚至照顧者會希望病患應該

被充份告知病情，進而主動參與醫療決策；相較之下，關係疏離、溝

通狀況不良的家庭中，病患與照顧者對於癌症的溝通往往流於表面，

甚至缺乏溫暖。以受訪者C006為例，她的家庭溝通型態向來比較開

放，當家中有人被診斷出罹癌時，全家立馬一起針對這件事情進行討

論，不會在原地「停止不進」，後來當受訪者C006的媽媽往生時，家中

成員內心的創傷也比較低，這主要是家庭的溝通型態比較開放，讓病

人對於罹病的隱私管理邊界變得模糊了，家庭成員進行議題討論的廣

度及深度也都提升，不管是針對化療的療程或是未來可能面對的「死

亡」議題，患者、照顧者都可以充份討論溝通，減低了一家人在抗癌過

程中所面臨的恐懼與不確定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討論癌症病患與照顧者的溝通議題上，仍須將

「文化情境」列入考量（Caughlin, 2003），例如受訪者P004在訪問中強

調，身為家中的長子，他自認為必須肩負照顧長輩與自己家庭的責

任，於是他再三告誡自己一定要挺過這一場癌症風暴，也對於「誰應該

知道他生病」及「知道多少關於他生病的事」進行必要的資訊掌控，特別

是對家中的長輩還是以「報喜不報憂」為要，非必要絕不在家中長輩面

前輕易討論罹癌一事；顯然，癌症病患與家人針對罹癌一事進行溝通

時，採取的說話策略，會將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位置與其文化情

境納入考量，這與歐美國家的國情可能略有不同，顯然在華人社會中

運用「隱私管理」理論討論癌病溝通時，需要進行必要性的微調，試著

觀照文化對癌症隱私管理所產生的影響有何不同。

癌症家庭迴避（或討論）的議題

本研究發現，受訪病患基於「保護對方」、「避免過多情感宣洩」與

「維持生活的正常感」等理由，會產生「閃避特定主題」的情形，例如受

訪者P001在抗癌期間盡量不談及「癌症」一事，而受訪者P004與受訪者
P005雖然會將自己最新的病況與另一半分享，但對於父母親則是輕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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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寫地帶過，甚至不會主動提起「罹癌」這回事，其背後原因都是為了

保護身邊的重要他人，讓他們免於擔負過多憂愁與痛苦，也藉此保住

家中生活的正常運作；有趣的是，上述這些避免討論癌症的原因與國

外討論癌症溝通的「主題迴避」文獻（例如Afifi et al., 2000; Afifi, 2016; 

Caughlin et al., 2011; Turneret al., 2005; Goldsmith et al., 2007）大致相

同，顯然國內外皆然，當面臨癌症來敲門時，病患與照顧者如何打開

話匣子談癌病這一事，的確不容易；如同受訪者C003所言，在無法坦

誠地告知父親真實病情之下，最後家人還是決定對父親「三緘其口」，

讓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

癌症病患在治療期間與照顧者如果真有機會針對病情進行討論，

似乎比較聚焦在「癌症的治療方式」與「藥物副作用」為主，很少談論個

人的情緒感受；如此作為，一方面是基於保護對方的內心不受創傷，

另一方面則與家庭向來的溝通型態有關，譬如受訪者P005會與伴侶進

行癌症相關討論，但對於自己的父親則淡然以對，不願多談，但從訪

問的內容來看，這可能源自其個人認知基模的判斷，因為受訪者P005

的母親也是罹癌往生，為了不讓她的父親擔憂，她選擇不讓父親知道

太多她的病情，為的是不讓父親在失去另一半後，又要面對女兒罹癌

的事實。

至於如何談論「死亡」？它是一個難以啟口的話題（Walsh et al., 

2005）；只是，隨著病程的發展，往往挑動病患與照顧者之間不得不面

對「死亡」這個議題。以病患為例，當走向癌症末期，愈靠近死亡，他

們愈容易與家庭成員討論生死議題以及說出自己心中隱藏多年的話，例

如同受訪者P001與受訪者P002在臨終前，對其家屬說出心裡話，經由

完成「四道」（道謝、道歉、道別及道愛）人生，讓他們的生命相對變得

圓滿一些。

相較之下，照顧者通常較太不願主動提起「死亡」這個議題，除了

想保護患者免於心理承受壓力之外（Afifi & Guerrero, 2000），也可能涉

及其「溝通效能」（communication efficacy）是否有辦法處理這樣的議題

（Caughlin et al., 2011），特別是當家庭照顧者認為他們與病患談論死亡

這回事是「無用」或「徒勞無功」時，更會避而不談，形成一種「相互沉

默的合謀」（mutual conspiracy of silence）現象（Wilson & Morse, 1991）；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0).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63

談論癌症這回事！探討病患與家庭照顧者之間的溝通

如同受訪者C003家中的狀況一樣，面對年事已高的罹癌父親，家人認

為「不告知」也是一種溝通，更別談說開口討論死亡一事，甚至一直到

她的父親往生時，家人始終沒跟他聊過癌症這回事，「知而不言」、「不

談死亡」成為這家人後來一起面對癌症的共同默契，而這樣的默契也讓

受訪者C003的家中的成員順利地走過「說」或「不說」的意見不一紛擾

期，最後和諧地陪父親走完生命最後一程。

小結：在「開誠布公」與「三緘其口」之間擺盪的癌病家庭溝通

Wang等人（2004）針對台灣人關於癌症病情告知的研究發現，即便

癌症病人強調自主權，希望自己有權利知道罹癌一事，但作為家屬的

一方，通常都是從「慈悲」的角度出發，採取某種程度的隱蹣，必要時

只透露一些無關輕重的病情，或是給予病患正向的希望，避免病患一

時受到太大的衝擊；處在這樣的文化情境下，使得癌症來敲門時，病

患與家庭照顧者即便具有血緣或婚姻關係，在溝通過程中，彼此之間

難免產生「隱私管理」問題，形成不同的「隱私邊界」，以降低病患與照

顧者之間的溝通困擾。 

「隱私邊界」的形成，固然可以讓「癌症」這回事暫免赤裸裸地被提出

來討論，但病患與家庭照顧者終究要面對癌病來襲的事實，當話匣子不

得不打開時，彼此會討論哪些議題？從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來看，病患與

家庭照顧者之間比較願意提出來溝通的主題，似乎比較聚焦於「癌症治

療方式」、「藥物與副作用」以及「健康食品」等話題的討論，「死亡」則是

一個難以啟口的議題。顯然，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在考慮「公開」或

「保密」病情時，還是根據認知基模來判定該對誰說？該怎麼說？與該說

什麼？其理由不外是為了保護對方免受傷害，於是「迴避性談話方式」經

常出現在癌症溝通中，病患或家庭照顧者可能在諸多考量下（例如病人

的年齡或個性等因素），選擇透過「報喜不報憂」的方式進行溝通。這種

被視為善意的病情隱瞞，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一來中國人重視「和諧」，

如果選擇「開誠布公」，將病情詳實告知病患，可能搞亂一池春水；另一

方面，「死亡」在中國文化中是談論的禁忌，選擇「三緘其口」，避而不

談，正吻合中國傳統文化的需求，談「生」、不談「死」（La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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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癌症，討論與否難有定論。病患與家庭照顧者如果試圖選擇

公開談論，難免猶豫溝通之後對彼此是好或壞？但如果保持緘默不

語，又擔心往後會不會留下遺憾？「癌症這回事」這個議題在一個家庭

中如何被溝通討論，的確需要進一步了解。從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來

看，癌症並非是不可商議的禁忌，「說」與「不說」都是一種溝通，在不

同家庭文化、病患年齡及個性等因素考量下，選用合適的方法進行溝

通，才能降低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在面對癌症來襲時的抑鬱與焦慮。

研究貢獻

台灣傳播學界針對癌症的研究，多集中於媒體對癌症的論述、疾

病書寫的意義與癌症衛教的傳播效果等，對於癌症在家庭中如何被討

論，甚少提及。本研究針對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進行深度訪談，從

中得知癌症溝通在個人與家庭成員之間運作的過程，進一步分析溝通

之後對病患及家庭照顧者的影響為何？本研究從家庭傳播的觀點切

入，導入病患與家庭照顧者之間的溝通議題，正好彌補了過往研究的

缺漏。

至於臨床部份，訪談內容正好勾勒出癌症家庭真實的溝通樣貌，

讓外界更清楚知道一個家庭在抗癌期間會因為哪些因素，改變其討論

內容與話題深淺度？過程中又會產生哪些溝通問題？一個完整的癌症

溝通實證樣貌，有助臨床協助癌症家庭達成有效的溝通。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限制

本研究透過人際網絡找尋合適受訪者，受限於人力與環境因素，

再加上每一位癌症病患與家庭照顧者所處的背景環境不盡相同，僅能

勾勒出小部分家庭在面臨「癌症」登門造訪時，可能會出現哪些討論內

容與產生的溝通障礙？再者，本研究所接觸的受訪病患與家庭照顧

者，前者的年齡層集中於中年階段，後者的教育程度偏高，這使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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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僅能描繪出特定族群的經驗與想法，本研究結果將無法類推到所

有癌症病患及家庭照顧者身上。

多數癌症家庭中願意接受訪談的病患或照顧者，大多數是比較願

意面對自己或家人罹癌一事，他們會詳細講述整個抗癌歷程，但對於

拒絕談論的病患或照顧者，對於罹癌溝通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這可

能是本研究無法回答的問題。

未來研究建議

對很多人來說，癌症之所以被視同死亡，主要是不祥的隱喻，多

年來纏繞著癌症。社會對癌症的隱喻，本身就蘊含了暴力與壓迫，加

深癌症溝通的複雜性與困難性。從本研究的訪談結果可發現，多數的

病患及家庭照顧者還是對癌症抱有某種程度的恐懼與抗拒，當雙方需

要進一步討論這項疾病時，避重就輕在所難免。

現今癌症人口不斷攀升，如果無法擺脫對癌症的隱喻性思考，病

患與照顧者將無法誠實、理性地談論關於癌症的種種，癌症溝通注定

走向失敗之路。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同一年齡層或不同世代的

病患或家庭照顧者，梳理出他們如何看待癌症一事？有哪些可能因素

影響他們對於癌症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對他們針對癌症進行溝通時產

生什麼影響？甚至討論社會或個人能以何種方式扭轉傳統對於癌症的

隱喻？這將有助癌症家庭的溝通。

此外，本研究所訪談的家庭照顧者大多數為女性，可能在華人社

會中，女性向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病患照顧者（Huang, 2004; Tung & 

Gillett, 2005; Hsiao, 2010），當女性在家庭文化中被定位為照顧者的角

色時，她們通常會花費大量精力與時間照料家中大小事務，一旦「癌

症」來敲門，女性自然成為照顧者；正因女性經常被賦予照顧者的責

任，研究發現病患與照顧者之間的溝通需要處理較多涉及情緒的部份

（Rose-Rego, Strauss, & Smyth, 1998; Nijboer, Triemstra, Tempelaar, 

Mulder, Sanderman, & van den Bos, 2000），例如受訪者C001曾表示，

她在知道丈夫罹癌後，整個腦海都是負面想法，非常慌亂，每晚以淚

洗面，也不敢與丈夫訴說，遑論公開討論癌症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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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性別與其家庭關係是密不可分的（Brody, 1981）。在父系

社會觀念下，「女性」作為照顧者的社會印象，已經深植於社會大眾心

中（王叢桂，2000；Miller & Cafasso, 1992），當家庭有人罹癌時，女性

擔任病患的照顧者，成為一種性別角色期待下的必然結果。在此情況

下，未來研究也可以從性別角度切入，以了解女性作為癌症病患照顧

者的生理壓力及心理歷程，或許可以為「性別與醫療」的研究領域注入

更多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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